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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土地发展权为英美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地权概念，是指变更土地使用性质的权利。其创设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农用地，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因而常被称为农地发展权。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对土地发展权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而法学界却未对土地发展权予以必要关注，我国法律中也没有土地发展权的相关规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发展权问题在我国却早已出现。因此，笔者认为，为解决滞后的立法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应在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中配置土地发展权，并由国家拥有这一权利，土地发展收益则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集体三者分享。

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了土地发展权的基本理论，其中包括土地发展权的产生原因和含义；各国创设土地发展权概况。通过对各国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比较考察，指出这些国家设立土地发展权并将其收归国有的目的是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和强化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二章论证了我国配置土地发展权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指出配置土地发展权并为国家所有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完善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加强耕地保护、解决现阶段人地之间的矛盾和保障农民的耕作权利和利益；而配置土地发展权并为国家所有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涵，规范土地市场和为国家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

第三章提出了土地发展权配置的具体方案。通过分析我国现行农用地转用审批权的性质、农用地转用审批权行使的困境，指出应当用土地发展权取代农用地转用审批权，并对土地发展权的行使主体、授予程序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第四章在明确土地发展收益含义的同时，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的土地发展收益分配方式，指出地方政府是土地发展收益的主要获得者，而这种状况极易导致地方政府失灵和农民利益得不到保护。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农民集体应当参与土地发展收益的分配，合理的土地发展收益分配方式应当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集体三者分享土地发展收益，并对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权的特殊保护制度（农民代位诉讼制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第五章探讨了土地发展权的设立与我国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土地征收制度的弊端主要是土地征收范围过宽和政府获取土地发展收益的方式不合理，指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出路在于彻底打破现行农地统征制度，区分公共利益性的农用地转用和非公共利益性的农用地转用，对公共利益性的农用地转用实行土地征收，对非公共利益性的农用地转用则应另辟蹊径，在设立土地发展权并合理配置其内容的基础上，建立规划待转用集体农地直接入市的制度。

关键词： 土地发展权    土地发展收益    土地发展收益权  

 农用地转用审批权
Abstract
Land development righ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nd rights of Anglo-American law. It is right of changing property of land use. Its primary purpose of setting-up land development right is to protect farming-land, protect natural resource and entironment. So land development right is often called farming-land development right. At present, China economics circles have developed fruitful research on land development right, law circle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it and there is nothing about it in china law. But problems on land development right have appeared for a long 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ics. Therefore, the writer think that in order to resolve conflict between lagged legislation and reality, land development right should be set up in china law and owned by state and income of land development should be shar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peasantry collective.

The paper is divided by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introduced basic theory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 which included arising reason and meanings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 Moreover, the chapter comparatively review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 system in some countries and pointed out that objective of setting-up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 and owned by state is reasonable configuring land resource and strengthening macroscopical regulation power on land market, promot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Chapter two demonstrated fundamenta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configuring land development right in our country. It pointed out that fundamentality of configuring land development right is to consummate system of land using layout, strengthen farming-land protection and protect interest of peasantry, significance of configuring land development right is to clarify connotation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normalize land market and provide steady financial income for our country.
Chapter three put forward concrete project of configuring land development right. Through analyzing character of existing examining and approving right of farming-land transfer and plight of exertion of examining and approving right of farming-land transfer, it indicated that land development right should replace examining and approving right of farming-land transfer and put up institutional plan about exertion and granting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

Chapter four clarified meanings of income of land development, at same time, it analyzed existing distributing mode of income of land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and pointed out that local government is a main gainer, which will easily result in governmental failure. Reasonable distributing mode of income of land development is that income of land development should be shar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peasantry collective.
Chapter five discus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etting-up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 and reform of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writer think that primary defects of existing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is that land expropriation scope is excessive and the method of the government obtaining land development income is irrational, the outlet of reform is to divide purpose of farming-land transfer by public interest and management, implement land expropriation for farming-land transfer of public interest, set up land development right and reasonably configure its content for farming-land transfer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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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地矛盾特别突出。《国土资源调查报告》表明，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高峰，届时粮食安全的底限要求是耕地不得少于19.2亿亩。从我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看，到2030年因占用将使耕地减少约3.1亿亩(其中，生态退耕1.1亿亩，基础设施和水利、独立工矿用地1.1亿亩，灾毁和不可逆转的种养结构调整0.9亿亩)，而我国现有耕地总量为19.5亿亩，这样就产生了2.8亿亩的赤字，耕地稀缺问题十分严峻。

有鉴于此，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农用地的管理和保护。早在1994年起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就依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我国地少人多，必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国家垄断城镇土地一级市场”的精神，作出了“城市规划内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的规定。这样，土地征收
成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唯一合法途径。

在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设计中，土地转变用途带来的增值收益（也即土地发展收益）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获取，农民集体不能参与分享。因此受土地发展收益的驱动，在征收农用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经常被人为扩张而发生相互侵权。一方面，基层政权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打着“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旗号，违法滥用行政权力侵占农村土地，损害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发生在城市边缘或部分乡镇的土地违法案件中，县、乡(镇)政府和村委会通常是违法主体。另一方面，土地管理部门制定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偏低，土地征收补偿费用不能正确反映土地的经济价值，农民利益很难保障。由于市场机制具有自发引导土地资源从低收益用途向高收益用途转变的功能，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合理补偿的条件下，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扩张土地所有权权能，暗中改变农用地用途，如违法将耕地改变为非农建设用地、非法出售集体土地等。
在城市边缘或城镇附近，土地不同用途之间经济价值的巨大反差，强烈刺激改变农用地用途行为的大量发生，这不仅侵害了法律赋予政府对农用地实行行政管理的权利，而且直接导致了国家农用地保护政策的落空。

笔者认为，为了加强农用地的保护和实现土地发展收益的合理分配，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农用地保护制度，这就需要对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借鉴西方的土地发展权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现行的耕地保护制度很有必要。

第一章  土地发展权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土地发展权的含义及产生原因

一、土地发展权的含义

土地发展权(Land Development Right)是英美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地权概念。土地发展权是指变更土地使用性质的权利。它是基于土地的所有权，从使用权和收益权中分离出来的，可以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权利。这一构想最初源于采矿权可与土地所有权分离而单独出售及支配。由于土地发展权创设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农地、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土地发展权又常称为农地发展权
。

土地发展权能恰当地反映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范围
。在创设土地发展权后，土地所有权的范围是以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权时的权利状态或正常使用价值为限，此后若想变更土地使用性质则属于发展权。

二、土地发展权产生的原因

众所周知，土地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三大特征：资源的稀缺性；土地用途的多样性（主要是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土地不同用途收益呈现差异性。同一地块作为工业用途的收益和作为商业用途的收益数倍于作为农业用途的收益，土地的这些属性必然导致其不同用途之间的竞争。如果按照传统所有权的观念，所有权作为一种最为典型和全面的物权，所有权人可以依法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并排除他人的干涉，那么农业用地的所有权人有权利将农业用地用于可以为其带来更大收益的工业用途、商业用途。但这种无限制的所有权行使必然使农业用地大量减少，人们基本生活资料需要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社会利益无法最大化地实现，进而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也即“土地所有的私的独占性与土地的高度的社会之公共性格之间存在着矛盾”。
因此，土地所有权的享有及行使不能单纯以个体的利益需要为依凭，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应当受到制约和限制。

对土地所有权的行使进行限制是近百年来世界之通例。土地所有权的概念从19世纪末耶林倡导社会的土地所有权之后，土地所有权已经不再是可以自由行使而不加限制的权利了。狄骥在《法国民法典以后之私法变迁》中认为：“土地所有权并非为土地所有人之利益而存在，而是为增进人类共同需要而赋予保有土地者的社会机能而设”，“所有权为一种社会效能，所有权应本着所有物之正当用途，尽其社会效能，以促进国计民生，维护社会联系”，“对其行使必须先完成此种任务，然后所有人之地位与行为始得受到法律保护”。狄骥的这一社会学说应用于国家立法者首推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该宪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所有权包含义务。所有权之行使应同时有利于公共福利”。意大利宪法据此亦规定：“对所有权之行使应为有利于国家之管理”，“所有权人对所有权之行使是否受到法律保护，视其对社会大众是否尽应尽之义务而定”。美、英、法、日等国家的法院判例等亦均依此。对土地所有权进行限制就需要明确土地所有权的权利范围，土地发展权的创设恰当地反映了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范围。

当今世界各国皆有城市化趋势。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要占用农业用地，这就需要改变农业用地的原有用途，这时，将农业用地在农业用途范围内使用之权利和变更农业用地为城市建设用地之权利分开设立，并将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之权利收归国有，以实现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农业用地和公共利益的目标就显得很必要。土地发展权正是由此而来。20世纪上半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土地发展权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

第二节  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比较考察

西方英、美、法等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已创建土地发展权制度。率先创建此项制度的是英国。   

英国是典型的土地私有制国家。虽然从英国法学理论角度上讲，英国的所有土地都属国家所有，而实际上全英国90%左右的土地为私人所有，土地所有者对土地享有永久业权。然而，英国又是世界上最早通过规划立法限制土地开发的国家。英国1948年在工党执政期间制定的《城乡规划法》中规定：一切私有土地将来的发展权（即变更土地使用类别权）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独占，而私有土地的所有权不变。私有土地所有人或利用人如要变更为非农建筑之用，则在实行建筑前，必须向政府购买农地发展权。发展权的价值按照变更使用后自然增涨的价值计算，是为土地发展权国有化的滥觞。
英国的城乡规划虽然也对不同地块进行了功能分区，但是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开发者要改变土地的用途即使与发展计划不冲突，也必须得到规划机关的开发许可。这种发展权的设置实质上构成了英国的土地用途管理方式。
美国的土地发展权的创设目的和英国很相近，是为防止城市郊区的蚕农地作为非农建设之用，旨在保护耕地资源和自然生态。由于美国政府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显化土地发展权的实际价值，采取了由政府购买土地发展权的形式。一些州为了保护农地，防止农地因变更为城市用地而大幅度减少面积，州政府事先向需要保护耕地的土地所有者购买发展权，从而将开发该土地的权利掌握在政府手中。土地所有者向政府出售发展权后可继续耕种这块土地，但已无变更土地用途之权，如在该地上修建房屋，开设工厂、商店等。一般而言，政府虽拥有发展权，但政府也不开发。如果城市规划已决定改变这块土地的用途，则：(1)农民从政府手里赎回发展权，或自己开发，或出售给开发者；(2)政府购买该土地的所有权，然后政府即可自己处置该土地了。

法国对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的认识较英、美两国深入。他们根据法国阿尔方斯·阿莱的名言，认为城市历来建于农村。因此城市化的发展始终意味着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土地。这种转变的明显特征是在农业生产用地上修建道路、商肆、学校等，方式多种多样。立法与规章亦面广量大。一块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建设之用，一般不是来自土地所有者的活动，而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预先购买这些农业用地，运用控制土地价格的机制，使得土地价格不包括增值在内。这样地方行政部门使用国家权力，用低价购买土地，配以设备，再将土地投入市场。地方行政部门运用法律和财政手段，独占了土地增值所得。法国采用多种立法途径，它包括运用行政法、地价法、建筑法、市场法等来协调处理农用地转为城市用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种土地发展权优先购买权与土地征用权是法国政府实施土地管理的两大法律工具。

通过上述比较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土地发展权的设立起源于国家对土地所有权人所有权的限制。当地多人少、土地十分廉价的时候，国家对私人的土地利用行为管制很少，或者根本不予管制。土地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超越于社会控制之外的，对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仅来自于民法中有关防止损害的规定，即土地所有者行使土地所有权不能给他人造成损害，并且这种限制被认为是足够的。但是，本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造成都市或者社区不断向外发展扩张，侵吞了大量优质农地。因此，各国政府纷纷开始采取措施，以控制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保护优质农地。英、美、法三国为保护农业用地资源，创设土地发展权，并以不同的形式将改变农业用地用途的权利收归国有：英国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国家无偿取得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收益由国家获得；美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收益由土地所有者获得；法国则运用公权利低价取得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收益由国家获得。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综合衡量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为了健康、安全、公共利益，对私人的土地利用行为进行规范，通过是否授予土地发展权引导都市发展，减缓都市成长对农村土地的压力。实际上国家将土地发展权收归国有，是在单纯依靠土地所有权难以尽收合理利用土地之效时而采取的一种法律手段，其实质是国家为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通过限制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范围调节控制土地利用的方式，是国家管理公共物品（土地）的重要措施。设立土地发展权并将其收归国有，限制了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增强了国家垄断，使得土地发展权成为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调节剂，成为强化政府土地市场调控能力的有效工具。
第二章  我国配置土地发展权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第一节  我国配置土地发展权的必要性

一、配置土地发展权并为国家所有是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需要

（一）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及其弊端

1．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

土地利用规划是指在一定规划区域内，根据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及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确定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利用布局的宏观战略措施。
土地规划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合理配比土地供给与需求关系，遏制土地过度开发，以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土地利用规划是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整治和保护的基本纲领，是科学管理国土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国家进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是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土地开发、利用、整治和保护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

土地利用规划的目的是根据国土资源的供给和人口、经济发展情况，平衡土地需求关系，实现供求总量的平衡。在土地稀缺的中国，这一目标是通过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来实现的。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以及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十八条规定：“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据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确保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 第二十四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产业政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建设用地和土地利用的实际状况编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编制审批程序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审批程序相同，一经审批下达，必须严格执行。”

可见，我国为实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同时，国家对非农占地实行年度总量控制，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年度占地计划相结合。对比国外土地管理的一般作法，年度指标控制基本上为我国所特有，而且是我国土地利用管理中较重要的一种管理方式。

2．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弊端

由于土地利用规划对土地资源配置具有根本指导作用，所以土地利用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对于实现宏观调控目的至关重要。但我国对非农占地实行年度总量控制，且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年度占地计划紧密结合，这种实质意义上的指令性计划方式使土地规划欠缺科学性，计划与市场中存在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指令性计划管理与市场的主要矛盾在于：土地年度计划涉及各地区、各部门、各种经济类型的各类用地，制定计划时需要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千变万化，先一年取得的信息很有限。用地预测、指标分解都要求有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在年度计划制定过程中，各地参与人员的数量、时间及专业技术水平都受到限制。因此，信息量大、处理难度高的这一工作，实际上通常是根据很不充分的信息，进行十分简单的处理而完成的。这就使计划与实际需求之间必然存在矛盾，而且在实践中没有缓冲的余地。因而只能出现两种结果：或者实践冲破计划；或者计划束缚实践。当实践冲破计划时，计划虚置与管理机制其他方面不健全的因素相结合，就会放大宏观管理的失控效应；反之如果计划束缚实践，对全国及区域经济发展又势必形成或大或小的阻碍。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度总量控制在一些地区几乎完全失效。

（二）配置土地发展权并为国家所有是完善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需要

土地利用规划依据不足，又没有任何弹性，以其去硬性调控全国及各区域的土地利用，以往和今后都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总结经验，在寻求加强土地利用宏观管理的途径时，须认真审视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问题，坚决抛弃指令性土地利用规划，继而代之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地利用规划，使土地利用规划动态化，具有弹性。配置土地发展权是落实动态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效手段。

实行动态化的土地利用规划后，土地管理机构的作用不再是各项用地指标的层层分解和下达，而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是否授予土地发展权实现对土地利用市场的指导和控制。土地管理部门从总体和宏观上掌握土地市场的运行状况和变化趋势，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把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土地利用规划结合起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目标的农业用地转用，授予用地单位土地发展权，允许农业用地转变用途；否则不授予土地发展权，不允许转变农业用地用途。这样，动态化的土地利用规划可以通过土地发展权的授予与否得到落实，从而土地发展权成为贯彻动态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效工具。

二、配置土地发展权并为国家所有是加强耕地保护、解决现阶段人地矛盾的需要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人口多，土地少，特别是耕地少是我国基本国情。我国国土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居世界第三位。但由于人口多，人均占有国土面积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分之一。而在我国国土总面积中，不能或者难以利用的沙漠、冰川、戈壁、高寒荒漠又占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地矛盾特别突出。

土地管理和开发利用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十几年来，由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土地管理上反映出新的问题。一些地方违法批地，乱占耕地，浪费土地的问题时有发生，土地法制有待加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严重，数量大，问题突出；城镇建设外延扩张，村庄建设分散无序，占用耕地严重；土地粗放利用，违背自然规律，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耕地撂荒，土地闲置，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确实需要进行新的制度设计，以法律形式确定治本之策。在我国法律体系中配置土地发展权并将其收归国有，可以积极地调节处理土地供需矛盾，有效地制约人们不利于土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行为，遏制在人口继续增加的情况下耕地大量减少的失衡趋势。土地发展权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当代更应受到重视。

三、配置土地发展权并为国家所有是保障农民耕作权利和利益的需要

由于土地的农业用途收益与工业用途收益、商业用途收益间有巨大的利益差值，基层政权组织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违法改变农业用地用途，损害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发生在城市边缘或部分乡镇的土地违法案件中，村委会通常是违法主体。

设立土地发展权并归国家所有，可以限制基层政权组织行政权力的脱法行使，防止基层政权组织任意处分土地，保证了农民继续耕种的权利，有利于维护农民个体的物权。同时，也减少了基层政权组织领导干部越权处分集体所有土地以谋取私利的可能性。

第二节  配置土地发展权的重要意义

一、配置土地发展权并为国家所有可以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涵

确立土地发展权归属于国家后，农民集体拥有农地的耕种权，国家拥有将农地改变为非农建设用地的权利。前者称为农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后者称为土地发展权，属于国家。前者的权利主体是具有财产权性质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不是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目前无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可暂以村民小组代替，但今后农业规模经营后有集体经济组织时，仍应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其所有权主体，使其权利主体与组织性质相统一。后者的权利主体是国家，由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行使。这样，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外延和内涵清楚，权利主体明确，不再存在权利主体虚化问题。

二、配置土地发展权并为国家所有可为国家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

确立土地发展权归国家，由土地管理部门直接行使，改变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地方政府分级限额审批制，有利于加强国家对非农建设用地的直接控制。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纳入国家财政收入渠道，土地发展收益由土地管理部门代表国家收取，可为国家土地管理工作提供稳定的经费。

三、配置土地发展权并为国家所有有利于规范土地市场

土地有偿使用后，土地使用权要按照资本运转法则流转，土地本身便要进入市场。农地能否进入市场流转，颇有争论。有人认为，农地资源要优化配置必须通过市场调节，单纯依靠规划配置，难以达到优化目的。有人认为，土地为非劳动产品，不能完全套用商品理论，尤其是农地，它是自然的一部分，农地用途不能改变自然属性，它要受自然规律支配，不能按一般商品入市流转。我国现行法律对农地亦未允许入市自由流转。土地发展权确立后，对农地能否入市亦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农地与非农建设用地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土地，其使用的性质、范围和流转目的均各不相同。农地流转旨在满足生产、生活需要。非农建设用地流转旨在实现土地资本化，即通过货币资本的融通，将土地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如此周而复始，获取货币利润。两者的流转目的迥然有异，流转渠道便应分开。今后集体土地的流转宜分农地和非农建设用地两类。前者的流转限于耕作范围以内，与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相同，其流转权主体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和使用权主体；后者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权由国家授权的土地管理部门行使。分清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土地后，土地市场即可进一步规范化。

第三章  土地发展权在我国的配置

第一节  土地发展权与农用地转用审批权

一、农用地转用审批权的性质及行使

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从上述法律规定看，农用地转用审批是指当农用地转用时，各级人民政府根据相对人的申请，在一定条件下解除农用地转用禁止，准许其转用某一特定农用地的一种行政行为。农用地转用审批权是一种行政管理权，转用审批与否的依据是看用地申请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用地转用审批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和省一级人民政府。由于土地利用规划实行分级审批，除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享有审批权外，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以由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因此，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可以在经省级人民政府授权后，审批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所确定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二、农用地转用审批权行使的困境

1998年8月29日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虽然把农用地转用审批权集中于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但土地违法案件和耕地锐减的势头仍然未从根本上解决。1999年全国发生土地违法案件90501件，涉及耕地面积5481.78公顷。2000年全国发生土地违法案件104320件，涉及耕地面积5843.22公顷。2001年全国发生土地违法案件86260件，涉及耕地面积8050.10公顷。2002年全国发生土地违法案件96444件，涉及耕地面积9621.24公顷。而在集中建设用地和征地审批权之前的1998年，全国发生土地违法案件117483件，涉及耕地面积9574.16公顷，可见农用地转用审批权的上收并不能解决耕地被大量占用的问题。事实上，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土地管理权力已经被高度架空。目前，我国五级政府都进行土地管理，并以县级政府管理为主。由于市、县两级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通常是土地的直接占用者和土地利用规划、计划的重要实施者，所以其往往掌握着土地管理、处置的实施。虽然我国有关法律把农用地转用的批准权主要赋予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但实际上，市、县两级政府越权批地、多批少报、占了地根本不报批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屡禁不止。

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地方政府违法占地、违法批地的一个重要诱因。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分灶吃饭”，地方政府的负责人担负着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尽快改善人民生活及加快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压力，这一切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很自然地把解决建设资金的来源放在“卖地收入”上。由于在现行的国有土地资产管理体制中缺乏应有的产权约束机制，加上国有土地的收益大部分归地方所有，就形成了“卖地机制”。“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是地方政府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改善地方福利的捷径。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前几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每年平均在450亿元以上；其中纯收入每年平均159亿元，而同期征地补偿费只有91亿元。2002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达到6000亿元，其中就有相当部分是取自良田。

在现行土地管理体制下，土地管理部门对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土地管理部门受同级政府领导，并对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上下级土地管理部门之间只存在业务指导关系。在这种体制下，土地管理部门只能是同级政府的办事机构和同级政府意志的执行者，不可能对同级人民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的发生形成制约机制，并且由于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行使的农用地转用审批权在性质上是一种行政管理权，各级政府根据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决定是否批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实际上是在机械地执行土地利用规划，不能使土地利用规划对土地市场的供求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实践证明，农用地转用审批权在目前的财政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下难以满足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的长远利益要求。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土地法律规范体系中应配置土地发展权，用土地发展权取代农用地转用审批权。

第二节  土地发展权的配置

一、对我国不宜设立土地发展权观点的质疑

    有人认为英国虽然规定实行“土地发展权国有化”，私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保持原有使用类别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变更原使用类别的权利为国家独占，私有土地所有人或其他任何人如想变更土地的原使用类别，在实行建筑发展前，必须向政府购买发展权，但这项规定在1952年保守党执政后予以废止。因为这一规定使土地市场的自由买卖变为国家垄断，土地市场几乎陷于停滞。迫切需要使用土地的人，除按照黑市地价进行交易外，并须代土地出售人缴付土地发展权费，无形中等于抬高了土地市价，这明显不利于土地市场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土地的正常使用。
因此认为，我国也不宜设立土地发展权。实际上，保守党执政后作出这一废止决定，并非发展权本身的不当之处，而是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基本点不同。工党政府主张发展集体所有等公有制经济，走福利国家的道路。而保守党主张维护个人利益，反对发展公有制经济，认为提倡个人主义，可以促进人们相互竞争，鼓励人人奋发向上，搞公有制经济会滋长依赖，造成懒惰，所以保守党执政后，将有些集体经济转为个人所有。废除土地发展权属于国有的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明确规定土地发展权属于国家，并不影响原使用类别的集体所有权，恰恰相反，确立土地发展权属于国家，发挥了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潜在优势，维护了集体土地在原使用类别上充分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所以创设土地发展权并归属于国家既有利于保护耕地，保障农民在农地上的各项潜在权益，又有利于国家。 

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未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有人认为，我国台湾地区土地制度比我们严格完备，但却未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言外之意我国亦不适宜采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台湾地区土地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按照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改革的。改革的目的是将土地的地主所有改为土地的农民所有，其土地所有权的私有性质并未改变。台湾土地制度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由于农村土地的买卖、租赁、均分继承等原因造成的耕地资源极端分散因此有碍于规模经营的问题。台湾现在一农户所有之土地分散在三处以上的达50%，加上农村劳动力老化和不足，农地废耕、怠耕情况严重。
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个体生产转为规模经营，亦即走合作生产之路。这正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我国于1956年确立了农地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但集体所有制确立后，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范围未予以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耕地的保护和农业的发展。因此，为了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范围，设立土地发展权是必由之路。

二、土地发展权含义的界定

土地发展权的规定，虽然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耕地，但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同，在各国也包含有不同的内容，并不完全是有关农地发展权的规定。对于在我国如何界定土地发展权的含义，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土地发展权的含义应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农地变更为建设用地之权；（2）农地使用性质不变，但仍有投入形成的发展权；（3）未利用地变更为农用地或建设用地之权；（4）在建设用地上进行建设的发展权。
对土地发展权的含义进行如此界定主要的根据是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分类。该法在第四条中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也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土地发展权应定位于农地发展权。具体理由如下：（1）我国的非农用地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国家所有，能够顺利地纳入国家管理规划，在国家所有权上施加以此种限制不符合发展权创设的本意。（2）严重的耕地流失是我国目前土地资源浪费和不合理利用的最主要的形式，故确立农地发展权即更具有了现实性和针对性。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认为应在我国《土地管理法》中设立土地发展权，并把“土地发展权”定义为一种农用地可转为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利用的权利，由国家所有。
三、土地发展权的行使主体  

设立土地发展权后，土地发展权由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行使。为保护耕地，防止有关组织和部门任意变更农地为非农建设用地，排除地方政府对于土地管理工作的种种干涉，可以考虑在土地管理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中央到县的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均实行上下垂直领导，县级土地管理部门对所在县（市）的各乡（镇）设立派出机构，也实行集中统一的垂直领导。土地管理部门直接行使土地发展权，除因公共利益目的要变更农地使用性质，由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法定程序予以释放外，对使用方为非公益主体的，除给集体和农户应有的补偿外，还要向土地管理部门购买土地发展权。这样不但可以防止土地资产的流失，而且国家可以利用这部分资金进行土地整治和建设，使农地的变革使用与国家的土地建设相统一，真正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总量的动态平衡，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

四、土地发展权的授予程序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占用土地而需要进行农用地转用的，用地单位可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用地单位按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拟订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向拟转用农地所在地的土地管理部门提交占用农地的必要性论证书，其中应包括涉及到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各方面的可靠有效论证，并经过公告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许可；

2．有批准权的土地管理部门对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占用农地的必要性论证书进行审查，土地管理部门经过通盘研究，审议决定后，决定是否授予土地发展权，下达给受理申请部门；

确立土地发展权归国家所有后，由申请用地所在地土地管理部门的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掌握土地发展权的授予权，同时为了吸收下级土地管理者的正确意见，在审批程序上赋予申请用地所在地的土地管理部门一定的审核权，如申请用地所在地的土地管理部门有申请用地的受理权，签署审核意见权等，这样上下结合，以达到切实保护耕地的目的。

下级土地管理部门的审核意见是农地变更为非农建设用地的重要依据。一般应包括四个部分：一是申请用地方的情况，包括用地性质、地区、范围、数量、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关系；二是审核依据，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计划、区划、供需关系、限额、人口情况、土地区位、地价、当地经济状况、环境条件、缺补计划、社会效益、今后发展状况等；三是供地方意见，包括供地地段、土地质量、对变为非农建设用地意见、允许变更的原因、变更后的劳动力安排、补偿费、其他意见等；四是在上报审批意见表时附变更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平面图，以便逐级上报。①
3．上级土地管理部门按以上所述填报，经过通盘研究、审议决定后，针对各地区的土地需求，决定是否释放一定量农地，下达给各该与申请用地有关的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如果决定释放一定量农地，由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告知用地单位并令其向该土地管理部门办理购买发展权手续，取得农地变更为非农建设用地的权利。

第四章  土地发展收益分配

第一节  我国土地发展收益分配方式及其弊端

一、土地发展收益的含义

在农用地转用过程中，由于土地用途发生转换，土地价格会从农用地的价格水平上涨至建设用地的价格水平，从而出现土地涨价，即土地增值。这种在土地用途转换过程中由土地用途价格差异形成的土地增值，与土地发展权相对应，称为土地发展收益。

二、我国土地发展收益分配方式

我国实行土地利用管制制度，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因此，农民集体不能变更农村土地的用途，不能将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使用。对于需要将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在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由相应级别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土地征收。地方政府在对农民集体及农民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相应的征地补偿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国家土地所有权，从而使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此后，地方人民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向用地单位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取土地出让金。其中财政部门是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主管机关，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是土地出让金的代征机关。土地出让金是指各级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土地使用者，按规定向受让人收取的土地出让的全部价款（指土地出让的交易总额），不是剔除补偿费后的余额。也就是说土地出让金中既包括农用地征收的补偿费，也包括农地转变用途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发展收益）。所以土地出让金的获得者也是土地发展收益的获得者。

按照相关地方法规：为了调动各地的积极性，各市地征收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省财政不再参与分成，全部作为各市地固定收入。
因此，具体行使土地征收权的地方政府是土地发展收益的获得者。
三、我国土地发展收益分配方式的弊端

（一）极易导致地方政府“失灵”

由于我国没有采取“公共选择”的政府治理模式，因而地方政府有可能成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
这种政府治理模式与现行农村土地发展收益分配制度相结合，催生了“地方政府失灵”的不良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土地发展收益成为基层政府扩张的财政支柱

英国著名经济学者帕金斯认为，政府作为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者、各利益集团的同盟军、官僚机构的载体具有自动扩张的趋势，官僚机构和立法部门都追求预算的最大化，它们与利益集团结成“铁三角”导致政府预算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政府部门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是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情况佐证了帕金斯定律的正确性。据估计，维持县乡两级政府和村委会的正常运转，农村需要支付4200亿元；而县乡村的合法总收入仅为1500亿元，收支相差2700亿元。为了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只有另辟蹊径搞“创收”才能生存下去。目前，土地发展收益已成为基层政府弥补巨额财政亏空的主要途径之一。政府运用行政权力以极低的代价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却按市场方式以较高的价格出让给土地使用者，从中得到大量的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获利无数。据统计，政府从土地一级市场获得的收入，2000年为624.96亿元，2001年上升到1318.1亿元，增长了110.91%。大部分土地出让金由基层政府享有。在某些地区，土地出让金已占到基层政府当年财政收入的30%～40%，甚至更高，号称“第二财政”。
总之，征地数量愈是增长，可供出让的建设用地愈多，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就愈发殷实，从而越能实现自身的扩张和膨胀。这种机制必然引发“新圈地运动”的狂潮。

2．土地发展收益分配方式提供了众多的“权力寻租”机会

所谓“寻租”(rent-seeking)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官员们可以通过政府管制进行寻租。我国现行土地发展权制度的运行恰恰依赖于政府对土地用途的管制和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因而土地成为官员寻租的一大腐败温床。

在现行制度安排下，政府把农村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以后，可以采用划拨或有偿出让方式将土地交给用地单位使用，其中后者又可分为协议、招标、拍卖、挂牌等四种方式。对用地单位而言，划拨方式是零地价的，协议方式是不透明的，招标方式是可以串标的，拍卖和挂牌方式是代价最高的，用地单位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成本因土地出让方式的不同而迥异。可见，掌管土地审批事宜的官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亦即官员权力的价格很高，从而导致权力寻租行为屡屡发生。有的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甚至与房地产商结成利益共同体，为房地产商低价征收农民土地极尽协助之事，使土地征收权成为国家和房地产商获利的工具。

（二）农民利益损失巨大

我国法律虽然规定征收集体所有土地必需具备“公共利益”目的，但由于缺乏对“公共利益”内涵明确细致的规定，导致“公共利益”的外延无限度地被扩大。实践中，无论是因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因为城市房地产开发都可以通过土地征收进行农业用地的转用。“非公共利益目的”的农用地转用大量存在。
我国《土地管理法》对征地补偿的规定中并没有区分公共利益性质的农用地转用征地补偿和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农用地转用征地补偿, 一律实行低于市场价值的补偿制度。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农用地转用补偿标准偏离土地的市场价值，与社会发展现状严重脱节。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部分组成。以耕地为例，征用土地补偿费一般按照该耕地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6—10倍计算。很多地方规定一个补偿上限，比如水稻田每亩1500，棉田每亩1300元，菜地每亩2500元。安置补助费按照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计算，最高不得超过15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按照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实际价值计算。至于非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很多地方按照耕地补偿标准的一半计算。从《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地补偿方法和标准中可以看出，补偿标准的计算是基于农业用途的土地收益。
在此情形下, 土地补偿费并没有反映农地转为非农地的预期土地收益，集体土地所有者能获得的补偿仅仅限于基于农业用途的土地价值，土地转变用途带来的巨大土地增值收益（也即土地发展收益）不属于征收土地应当支付给农民集体的补偿费用。据浙江大学一项对5个城市255个征地农户进行的典型调查，2002年被征地农户人均获得的补偿按照当地目前的物价水平，仅能维持2年半的基本生活。这一补偿额无论是相对于农民留用土地的预期收益，还是相对于政府出让征收土地后的巨大土地增值收益而言都显得过低。这种土地征收补偿办法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却严重侵犯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据估算，1953～1978年间全国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农民受到的损失为3000亿元，而1979～2001年间全国通过“土地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剥夺的利益超过20000亿元。
农民集体在农用地转用的过程中，损失十分巨大。

我们知道农民集体的土地有三重功能：一是所有权功能，二是就业和发展功能，三是保障功能。由于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覆盖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土地也就是农民基本的、也是最后的保障手段。而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后，失地农民既失去了土地这一传统的保障手段，通常又没有条件进入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一次性补偿获得的现金十分有限，也不能作为失地农民进行自我保障的经济基础。因此，失地农民如果不能尽快取得新的就业机会或其他收入来源，往往很快转化为既无收入、又无保障的贫困人口。而依靠强制力、不公平交易获得的土地转让收益被政府和开发商分享，绝大多数都没有用在农村、农民身上，土地转变用途的巨大增值收益，不仅没有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反而使农民陷入无地、无业、无保障的窘迫境地。

政府利用手中握有权力的便利条件，在经济领域与普通民众大肆进行不当竞争，与民争利，甚至直接施以掠夺，这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近忧远虑使失地农民从愤怒转为为争取自身利益进行抗争，于是农民个别或者集体不断上访，农民与政府之间对立情绪加深，这成为基层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导火索。由于失地农民原来居住的农村社区具有很强的地缘性、血缘性，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聚集起来。农民的抗争引起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进而成为威胁整个社会稳定的隐患。

第二节  土地发展收益分配的理想模式

一、农民集体应参与土地发展收益的分享

（一）农民集体参与土地发展收益分享的依据
国内学者对于土地发展收益的分配已有很多讨论。一些学者认为农用地转换用途带来的增值收益理应收归国有，理由是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土地自然增值，所以应该由国家占有这部分增值收益。也就是主张“涨价归公”。
 “涨价归公”源自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念。孙中山认为土地增值收益是社会进步带来的，土地所有者并无贡献，因此主张把因社会进步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收归国有。  

笔者认为，土地发展收益并非因土地使用者的投资和劳动而形成，而是与政府管制相联系的建设用地稀缺性增值以及城市建设投资外部性增值。因此，这种土地增值应由社会共享，而不能由国家独得。在这种土地增值收益中，来源于城市建设投资外部性引起的建设用地资本增值部分，应归城市建设投资者分享；来源于土地用途管制下的建设用地稀缺性增值部分，则应当由农业经营者集体分享。这是因为，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以限定农业经营者的土地利用方向、牺牲农业经营者的利益为代价，以追求当代人的食物安全、人类代际之间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我们没有理由让农业经营者承担眼前和远期公共利益的全部代价。试想，如果没有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建设用地的市场供给就会增加，农用地的市场供给就会减少，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和农用地市场价格就会通过市场均衡而趋向一致，这种用途转换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就必然会缩小。
因此，农民集体应当享有土地发展收益权。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收益权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项隐性的权利，其权利的实现即显性化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明确现实的转化为建设用地的需求，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用地单位已经取得土地管理部门授予的土地发展权。这就使得不同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权的实现机会会因土地所在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均等。城乡结合部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收益权较之偏远地区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收益权更易实现。为了协调由于土地利用规划引起的土地发展权配置不均带来的地区之间、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财税机制进行土地收益的二次分配和调节。国家可考虑对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收益开征新的税收项目，由此而来的财政收入要纳入各级地方财政，并严格规定其用途，主要用于农用地开发整理、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公共公益事业建设、小城镇建设等方面。

（二）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权的所有形态
如前所述，农民集体理应拥有土地发展收益权，那么自然而然，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权的所有形态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根据民法理论，土地发展收益权的权利所有形态可以采取以下形式：土地发展收益权单独所有与土地发展收益权共同所有。土地发展收益权共同所有有土地发展收益权总有、土地发展收益权合有和土地发展收益权按份共有三种形式可以选择。那么笔者认为的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权应当属于以上哪一类呢?显然，土地发展收益权单独所有是私有，无疑可以首先排除。合有，又称共同公有，指数人基于共同关系而享有权利。合有形态是以日耳曼家族共同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法律特征为权利人为全体成员，对权利标的的管理和处分须得全体共有人同意，否则不得处分。历史上的合有经过上百年的演变，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共同共有。共同共有形态是基于某种共同关系，数人共享对某物的权利，是不分份额的共有，从性质上而言，共同共有是对权利予以“量”的分割而形成的制度，共同共有为权利的联合。所以共同共有中全体成员均享有对物的权利，也就是说，成员个人是拥有权利的。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农村社区虽然具有很强的地缘性、血缘性，但农民间并不具备共同关系，显然与合有形态相距甚远。按份共有是数人按应有份额对权利标的的共同享有，各共同所有人对权利标的均有应有部分，并可以自由处分该应有部分以及随时请求分割权利，所以相对共同共有而言，按份共有更接近于单独所有权形态，基于这样的原因，土地发展收益权的权利所有形态也不是按份共有。总有是指多数人结合而成的尚未形成法律人格的共同体共同享有权利的形态，以欧洲大陆中世纪日耳曼村落共同体土地所有形态为其典型。其法律特征表现为权利的质的分割，权利分割成使用、收益等经济权能和管理、处分等支配权能，村落住民居于成员地位，对权利享有使用、收益权，至于权利的管理、处分权则归全体住民组成的村落共同体享有。应当说，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符合土地总有形态的
，这也是《物权法草案》中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规定为类似于土地总有形态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笔者认为，农民集体对土地发展收益权的所有形态也是总有，也即土地发展收益权由农民集体管理、处分，处分土地发展收益权带来的土地发展收益由农民分享。

由于“农民集体”是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中并不存在“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民集体”的组织体，因此“农民集体”不适宜作为土地发展收益权的具体行使机关。又由于各地情况不同，难以整齐划一地规定土地发展收益权的具体行使机关，因此可以规定为“由当地全体居民选定的机关依法行使”。

（三）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权的特殊保护——农民代位诉讼制度的设计
土地发展收益权由农民集体享有并由当地全体居民选定机关来具体行使，由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带来的土地发展收益所有农业经营者都有权参与分享。当地全体居民选定机关行使土地发展收益权获取土地发展收益后，需要将土地发展收益分配给农民。农民和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组成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就土地发展收益权的行使、收益分配等事项产生纠纷。在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权受到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组成成员侵犯而农民集体怠于追究其赔偿责任时，赋予农民代位诉讼的权利就很必要。

农民代位诉讼是指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组成成员在行使土地发展收益权时违反法律规定，给农民集体造成损害并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农民集体因故怠于追究其赔偿责任时，依法由农民代位农民集体提起追究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确切地说，农民代位诉讼就是一个或多个农民为救济或防止对农民集体的不法侵害而以农民集体的名义提起的诉讼。

1．农民代位诉讼的性质
在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的过程中，当农民集体的利益受到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组成成员的侵害时，适格的原告应是农民集体而非农民个体。但当农民集体因故怠于追究其赔偿责任时，如果不允许农民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就无法维护农民集体的合法权益，进而损害农民的正当利益。如果允许农民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其诉权又属于何种性质呢?

首先，农民代位诉讼具有代位性。农民代位诉讼的代位性质以农民与农民集体的关系为着眼点。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根据这一规定，在农民代位诉讼制度中，本该由农民集体行使起诉权。因为只有农民集体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而农民代位诉讼却是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农民行使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告农民实际上是“为农民集体”而行使农民集体的诉权，为此便具有了“代位”诉讼的性质。

其次，农民代位诉讼具有代表性。农民代位诉讼的代表性质是以原告农民与其他农民的关系为着眼点。原告农民代表与自己状态相同的其他农民。因农民集体的利益最终是所有农民的利益，农民之一代位农民集体行使对侵害农民集体不法行为的诉讼权，其实质也是这一原告农民代表全体农民所进行的诉讼。据此意义上讲，农民代位诉讼具有代表诉讼性质。

2．农民集体在农民代位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在农民代位诉讼中，判决之既判力扩张及于农民集体，农民集体就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农民集体必须参加诉讼。如何确定农民集体的诉讼地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规定农民集体在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明确规定农民集体在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可以发挥如下几方面的作用：(1)可使判决结果直接及于农民集体，并使原告农民胜诉时的赔偿具有明确的归属。(2)便于农民集体在诉讼进行中补充大量为原告农民所不掌握的诉讼资料，更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3)便于农民集体在原告农民撤诉时单独继续进行诉讼，以防止原告农民与被告通谋终结诉讼而损害农民集体利益。(4)便于法院将原告农民提出的诉讼请求与农民集体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合并审理，从而避免对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成员有责行为的重复诉讼。

明确了农民集体的当事人地位后，需进一步探讨农民集体在当事人中的确切位置。若将农民集体作为被告，那么原告农民胜诉后，判决被告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成员对同为被告的农民集体进行赔偿，这一结果按照传统民事诉讼法的理念说不通。另外，将农民集体列为被告，原告农民须对农民集体有诉讼请求。但在代位诉讼中，原告农民与农民集体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实体利益冲突，原告农民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无法将农民集体视为被告而提出诉讼请求。故在代位诉讼中，将农民集体列为被告在我国不可行。再看可否将农民集体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独立的请求权但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而原告农民在代位诉讼中行使的诉权从本质上讲是属于农民集体的，所以将农民集体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从理论上解释不通。而由于代位诉讼的前置程序是向农民集体请求提诉，但农民集体拒绝，这样才会发生农民代位诉讼。所以，也不宜将农民集体列为原告，否则将有包办诉讼之嫌。

综上论述，除非农民集体在已开始的代位诉讼中增加新的诉讼请求而成为原告由法院合并审理，农民集体既不宜作为原告，也不宜作为被告。基于享受胜诉利益时农民集体实质上的原告地位，而当其认为原告起诉是出于不正当目的时又可依附于被告进行诉讼，这种双重性质使农民集体在现有当事人地位中实难找到确切的位置。故可将农民集体列为第三人较为宜于接受，就如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同法解释(一)》中将债权人代位诉讼中的债务人列为第三人一样，这里的第三人既不宜理解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宜理解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是一种崭新的独立诉讼参加人。与此相应，应对传统第三人概念的内涵予以扩充，关于第三人相关的制度亦应随之更新。 

3．农民代位诉讼的法律后果

（1）原告农民胜诉的法律后果

其一是农民集体的受偿权。这是农民代位诉讼在原告农民胜诉后发生的理所当然的法律后果，因为设立代位诉讼制度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求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成员就其违法行为给农民集体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农民一旦胜诉，即意味着其主张的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成员违法给农民集体造成损害这一事实确实存在。因此，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成员需要对农民集体进行损害赔偿，这就是农民集体的受偿权。

其二是原告农民的受偿权。原告农民的受偿权包含两项内容，即诉讼费用补偿请求权和利益赔偿请求权。第一，诉讼费用补偿请求权。原告农民胜诉时，法院应当在判决书中确定应由被告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成员承担案件受理费和其他法定诉讼费用。第二，原告农民的利益赔偿请求权。利益赔偿请求权指的是原告农民就农民集体所获得的利益赔偿享有的赔偿请求权。农民代位诉讼追求的目标在于通过原告农民行使农民集体的诉权，填补农民集体所遭受的不利益，从而间接地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农民代位诉讼中的胜诉利益应当完全归于农民集体自身。在农民集体获取胜诉利益后，农民再平等地从中获取利益。

（2）原告农民败诉的法律后果

败诉农民的责任可以分为两种：对农民集体的责任和对被告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成员的责任。就对农民集体的责任而言，考虑到代位诉讼的利他性，笔者认为，败诉农民对农民集体承担法律责任时须具备主观上的恶意，即农民为谋取个人私利、损害农民集体或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成员的正当权益恶意提起代位诉讼，由此对农民集体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否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对土地发展收益权行使机关成员而言，当原告农民败诉时，因为原告农民是为农民集体利益提起诉讼，故其因该诉讼而遭受的损失应由原告赔偿，但赔偿金应由农民集体承担。农民只有在以虚构事实等恶意方式进行代位诉讼而导致败诉时才承担赔偿责任，旨在鼓励农民以法律武器维护农民集体的合法权益。

二、土地发展收益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分配

从土地发展收益的政府内部分配来看，目前土地发展收益几乎全部被地方占有，中央政府难分杯羹。政府来自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有时竟达到财政预算的一半以上，这些收入主要被市、县政府所支配。这样一种分配方式，显然不利于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利益的平衡。

笔者认为，在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技术等手段，合理组织土地利用，对土地利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有些情况下中央政府也要对土地投资，因此，中央政府作为土地的管理者和投资者有权分享土地发展收益。

由于地方政府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较多，在分配比例上可考虑参照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间的分配比例，即30%上缴中央财政，70%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

第五章  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第一节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弊端

一、土地征收适用范围过宽

土地征收是国家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土地征收是国家因公共事业的需要，或为实施国家经济政策，或为国家国防安全，依照法律程序对土地各种权利进行征收并给予补偿的的一种行为。征收是国家取得私人土地的一种特殊方式，其核心在于土地的取得具有强制性，并不以土地所有人的同意为前提，被征地单位不得以其拥有所有权而对抗和阻挠国家实施土地征收权。在我国土地征收是将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所有，实质上是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存在于农村土地上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剥夺”。因此，国家土地征收权如不受到限制，将严重侵害土地所有者的私人利益。为了防止土地征收权滥用，保护所有者的私人利益，世界各国都对土地征收权的行使规定了限制条件，其中一个主要的限制条件是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目的，不仅使土地征收的正当性得以成立，也是防止土地征收权滥用的重要措施。这一立法思想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也有体现。

我国立法对土地征收目的的规定，经历了从宽到严的过程。1986年颁布、198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同时又在该法第21条规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公共事业，需要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可予以征用”。此条规定与该法第2条关于征地目的范围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同一部法律中，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了相左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缺陷。1998年重新修订《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时第21条的规定被删除，这说明立法对于土地征收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范围有所缩小，经济、文化建设不再属于公共利益目的的范围。但遗憾的是，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并未明确公共利益的确切内涵。由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组织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问答》对此只做了如下解释：“按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一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需要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经批准后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实行统一征用；二是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外的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需要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可以由政府为其征用土地。”
 

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也作出了相应地修订。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问题在于，2004年修订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对于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仍没有作出正面地、明确地回答，公共利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实践中地方政府对公共利益目的进行随意性地解释，把公共利益的外延无限度地扩大，公共利益目的的土地征收和商业目的的土地征收往往混杂在一起，土地征收权的运用已经拓展到了工矿、商业、房地产、旅游等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2004年4月在全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上说：“2003年，我国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达到3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省(包括所有岛屿)的面积，比我国从古至今城市建设占地面积32500平方公里还要大。导致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相当于清朝初期的人口总数
。

二、土地征收不宜作为政府获取土地发展收益的方式

从理论上讲，土地征收是实现农用地转用过程中政府获取土地发展收益的一个可选择办法。通过土地征收，可以将土地发展权收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行使和处置土地发展权，从而取得与土地发展权相对应的土地增值收益，再将这种收益用于适当的分享人群。但是在我国实行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并实行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相分离的土地使用制度下，土地征收由于要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国家土地所有权，使得单纯的农用地转用中政府获取土地发展收益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以土地征收实现土地发展权和土地发展收益归国家的安排演变成了所谓的“转权让利”的制度安排，即通过土地征收将转用农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国家土地所有权，在转权中由国家向农村集体以优惠的标准支付农地补偿费用，而在转用后由县、市政府代行国家土地所有权职能向建设用地使用者出让或划拨土地使用权，并取得土地收益。

这种“转权让利”的制度安排，由于要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而这种“转权”又是在国家征收权的强力干预下进行的，因此，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能够保证土地发展收益归国家所有，但却不能保证土地发展收益归国家所有后的合理分配，相反直接误导了土地发展收益在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分享。土地征收后，由于集体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自然而然按照理论逻辑，土地出让的纯收益要归于代行国家土地所有权职能的县、市政府。同时，由于人们更多地从成本角度来理解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而理解土地增值，把土地增值更多地视为城市建设投资效应外溢的结果，因而把城市建设投资者而非农业经营者视为理所当然的土地增值收益的主要分享者。在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国家发展战略下，土地发展收益以土地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等形式收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后，每亩数万、数十万元不等的土地出让纯收益主要投向了城市土地开发建设，只占土地增值收益一小部分的耕地占用税(为1～10元/平方米)、耕地开垦费(一般为6～20元/平方米，大城市地区最高为30元/平方米)等投向了农业、农村。
于是现行农地征收制度演变成了城市从农村攫取利益的一个“抽血机”，“转权让利”的制度安排转移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却没有给予农民多少利益，农民在农用地转用过程中应当享有的土地增值收益集体性地受到了剥夺。因此，土地征收不宜作为政府获取土地发展收益的方式。

第二节  土地发展权与我国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从理论上讲，不打破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通过改革土地发展收益的分配和使用办法，提高农民的土地补偿费用，将农用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投向农业、农村、农民，也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有效缓解农用地转用中的许多矛盾。实践中，也有些省市开始着手制定专门的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办法，但出于所有权人和行政行为人的同一性，制定的标准明显低于农民的实际期望。很显然在既定的利益格局、制度框架和思维定势下，其可行性值得怀疑。改革的出路在于，彻底打破现行农地统征制度，区分公共利益性的农用地转用和经营性的农用地转用，对公共利益性的农用地转用实行土地征收，对经营性的农用地转用则应另辟蹊径，在设立土地发展权并合理配置其内容的基础上，建立规划待转用集体农地直接入市的制度。

一、公共利益性农用地转用制度设计

（一）公共利益性农用地转用通过土地征收实现

公共利益性农用地转用可通过土地征收实现。公共利益在市场中无法自动实现，政府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目的政府可动用土地征收权，“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权的依据和界限。也就是说，只有在出于“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国家（政府）才有可能动用土地征收权。这也是防止公共权力无限扩大而损害私人财产权益的一种关键措施。
“公共利益”目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土地征收制度的基本要件之一。在世界各国，公共利益目的的范畴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道路、军事设施、国家机关用地、学校、医院等设施的建设。但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对公共利益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世界各国划分征收土地的“公共利益”目的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采用的是广义的“公共利益”目的。国家在与土地征收有关的法律中，仅规定“只有出于公共利益方可动用土地征收权”，但对到底哪些属于“公共利益”未加以明确界定，不过这类国家对私人财产有充分的保护措施。这类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荷兰、菲律宾等。美国和菲律宾的《宪法》都规定，如果不给公平的赔偿，私人财产不得被剥夺用于公益用途。美国对“公共利益目”的的内涵作广义理解。首先，“公共利益”排除政府利用权力损害某人利益使另一人获利。但“公共利益”也不意味着政府征收的财产只能用以公用或给一般公众使用。政府征收财产又立即转给多数私人使用，同样可以构成“公共使用”。在这一点上，只要法院推断政府法案先天具有为“公共使用”的目的，即可动用征收权。
澳大利亚对“公共利益”目的的范畴没有作明确的限定，但在《澳大利亚联邦土地征用法》中，“公共目的”是指议会有权力制定法律来限定的与国家土地有关的任何目的。法国将“公共利益”目的的范畴定义为：“凡符合一般性社会利益的事业，包括住宅用地建设、协议开发区内的建设以及保留地交换等”。

第二类国家在与土地征收有关的法律中，用列举法详尽地列出了在哪些公共利益目的的情况下方能征收土地，限定了“公共利益”目的的范畴，对征地的目的限制较严，对政府机构征收土地的权力有一定的约束。这类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德国、波兰、墨西哥、巴西等。日本在《土地征用法》中，将“公共利益”目的的范畴严格限定在关系国家和民众利益的35种公益事业项目，其中包括依据道路法进行的公路建设；以治水或水利为目的在江河上设置的防堤、护岸、拦河坝、水渠、蓄水池及其他设施；国家、地方团体进行的农地改造与综合开发所建的道路、水渠等设施；铁路、港口、机场、气象观测、电信、电力、广播、煤气、博物馆、医院、墓地、公厕、公园等等。韩国将“公共利益”目的的范畴限定为 8类公益事业：主要是有关国防军事、国家基础建设、公共设施、文教艺术、重要产业、住宅等，其中包括前 6 项事业实施中涉及到的相关设施及其附属设施事业，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事业。德国的“公共利益”目的的范畴是公共福利事业、为实现地区详细规划所进行的事业、合理利用空闲地、用于补偿调配地、文物保护用地等。具体包括公路、机场、发电站、电气化铁路建设等。征地只能在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手段取得所需要土地的情况下方可进行。

第三类国家主要是一些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有关规定相当含糊，政府的任意行政权很大，私人财产权受到保护的程度较低。“公共利益”目的的范畴不明确。在法律上对“公共利益”目的的范畴没有作明确的限定同时又缺少相应的法律支持，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决定。这类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俄罗斯规定，为“国家或市政的需要”可允许征用土地，但其范围并没有在民法、土地法或后来的立法里确定，这就可能使国家征地范围放得过宽。吉尔吉斯斯坦的规定甚至还不如俄罗斯民法充分，这样就给政府以很大的任意行政权。从《吉尔吉斯斯坦土地法草案》来看征用土地的目的完全不明确，同时对私人财产缺少应有的保护。
 

无论各国法律规定方式如何，大多从财产利用目的的角度对“公共利益”进行解释，把“公共利益”解释为除了公共使用外，还包括具有公共利益的用途。所谓公共的使用是指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的直接使用行为，如国防设施、政府建筑物；具有公共利益的用途，则指征收行为的后果是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如教育，学术，公益事业，国营事业。

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特别是参照上述第二类国家的做法，对“公共利益”目的作出明确的限定，以防止土地征收中权力被滥用。依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共利益”的项目主要包括：军事用地；能源、交通、供电、供水、供暖、电讯等公共事业和其他市政建设项目；文教卫体、环保、城市绿化、文物保护等事业；政府机关用地；旧城改造。因上述目的需要进行农用地转用的，可以进行土地征收。而以盈利为目的的工商企业需要转用农用地的，不能通过土地征收获取土地使用权，应通过房地产市场取得土地使用权。这里需要单独指出的是要注意区别经营竞争性产业的国有企业和经营公用事业的国有企业，前者应与普通工商主体无异，其土地需求仅能依市场行为取得而无权申请土地征收。

（二）公共利益性农用地转用不需补偿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

据法理我们可知，“公共利益”的目的可以作为征收土地的正当理由，即土地所有权作为个人或集体的权利应该服从于公共利益，进而实现土地权益的社会性。
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他有权委托其行政机构按照法定程序和条件剥夺个人或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公共利益的需求是各国土地征收制度中，国家抗辩个人权利的公认理由。例如《人权宣言》第17 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魏玛宪法》第 153条规定：“ 所有权受宪法之保障，其内容和限制以法律规定之。公用征收权仅限于有益于公共福利及有法律依据时，始得行之。公用征收除联邦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予赔偿……，所有权应负义务，其使用应同时为公共福利服务”。《意大利民法典》第 834 条规定：“不得全部或部分的使任何所有人丧失其所有权，但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宣告征用并且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不在此限”。因此国家为“公共利益”目的征收农用地构成对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权的合理限制。为了促进城乡公共公益事业发展，保障公共公益事业发展能够以适当的成本取得建设用地，在征地补偿中可不进行土地发展收益补偿。

二、非公共利益性农用地转用制度设计

非公共利益性质占用农用地，用地单位按照前文所述办理申请手续，土地管理部门授予土地发展权后，由用地者自己跟农民集体通过谈判达成交易。土地发展权补偿价格由独立的土地估价机构来测算。

为了便于规范管理，可考虑制定和颁布专门的农用地转用法规，明确设立规划待转用农地的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权的实现方式。在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合理配置国家与农民集体间土地发展收益分配比例的基础上，在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土地利用规划并结合土地市场形势授予待转用农地土地发展权后，参照同样用途、同样年限、同样条件的国有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和集体农用地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由建设用地者直接向拥有规划待转用农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支付一定比例的土地发展收益，按照农地价格由建设用地者向承包待转用农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支付相关的劳动就业补偿费用，从而建立农民集体获取土地发展收益制度和规划待转用集体农地直接入市制度。允许规划待转用的集体土地按照政府的土地供应计划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从而以农民集体获取土地发展收益的方式实现非公共利益目的的农用地转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劳动就业权进行直接补偿，保证城镇建设用地价格不因农用地转用制度改革而不合理上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保证将土地增值收益的一部分留归集体，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共分享。

这样，因非公共利益目的需要转变农用地用途的土地所有者即使是完全失去土地，只要土地所有者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获得应有份额的土地发展收益补偿，就可能获得足够的再就业培训资金和转岗期间的生活来源，甚至土地补偿金能够成为农民开办新的经营项目的创业基金。这样，非公共利益目的农用地转用就成为了一个常规的市场化过程，不会产生过于尖锐的社会矛盾。

结  语

本文论证了在我国土地法律体系中配置土地发展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对土地发展权的具体配置、土地发展收益的分配方式进行了设计，这些向我们展示了将发生在土地领域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保持清醒的认识是必要的。

第一, 既要看到现行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的背景，同时，又要看到其本身存在的问题。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土地利用状况堪忧，确实应加强土地利用管理，尤其是要重视农用地的保护。我国《土地管理法》通过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上收农用地转用审批权，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笔者认为是很必要的。但上述制度的设计是有缺陷的。实践中，地方政府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受土地发展收益的驱使，往往不通过报批就进行农用地转用，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又无法对其形成有效地制约，这使得通过上收农用地转用审批权来限制农用地转用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考虑设立土地发展权，由实行垂直领导的土地管理部门行使。那么，土地管理部门自身的廉洁问题和土地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协调问题是接下来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国情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对待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权问题上，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方案。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对农用地和非农业用地进行分等定级和基准地价评估，以此为基础，按公共利益性质农用地征收和非公共利益性农用地转用，分别确定对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补偿。在考虑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收益问题时，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农用地转用后，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收益在经济上的实现是对农民的劳动权和经常收益权的一种补偿。对土地改变用途后的涨价部分，农民有权以原生产要素实际拥有者的身份参与分配。政府应将土地收益中的相当部分纳入农民的社会保险基金，以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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